
 

失业何以影响中国城镇家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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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4—2014年的月度频率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文章评估了失业冲击对中国城镇家庭消

费的影响，以及各类消费保险机制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第一，在遭遇失业冲击的6个月内家庭收入

平均下降25%，但是消费仅下降了6%，说明城镇家庭的自我保险较好地应对了失业冲击。第二，200多项

消费支出项目中，饮食服务、交通通信、医疗和耐用品下降最为显著，可以解释消费降幅的94%。第三，失

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家庭财富对消费平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亲友或银行借贷、配偶劳动供给等影响较小。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失业对家庭消费支出的短期影响较

小，但鉴于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且家庭储蓄等资源会逐渐消耗，因此仍需高度重视并

防范家庭长期失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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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随后印

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进一步明确，“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堵

点仍然较多”“社会保障制度要逐步完善”。在全球市场经济国家中，失业风险贯穿家庭整个生

命周期，一旦失业，家庭收入（通常是持久性收入）必然大幅减少。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失业

家庭的消费变化，并全面厘清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各类消费保险机制
①

，对恢复和扩大中国家

庭消费具有重要意义（Guvenen等, 2021；江剑平等，2023）。

失业是否必然导致消费下降，实际上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家庭的借贷能力、配偶的劳动供

给情况、储蓄和社会保障（Ganong和Noel，2019；Landais和Spinnewijn, 2021）。现有的相关研究大

多聚焦发达国家（Halla等，2020；Kroft和Notowidigdo，2016）。囿于数据可得性，国内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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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消费保险（Consumption Insurance）是指家庭在面临收入波动或其他经济冲击时，通过各种机制保持其消费水平相对稳定

的一种能力(Zhao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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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停留在定性层面，缺乏严谨的定量分析（郑秉文，2010；张盈华等，2019）。比如家庭可能在一

年内经历就业、失业和再就业，但现有微观数据库多为年度或双年度频率，无法准确捕捉家庭

成员的就业动态变化。

本文所用数据为月度频率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该数据库能

够很好地克服就业状态识别等难题。中国城镇住户调查还涵盖了家庭200多项消费支出信息，

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消费经济学研究（赵达和沈煌南，2021；赵达和王贞，2020；赵达等，2019；

Zhao等, 2017, 2022），有助于全面捕捉家庭消费行为。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城镇住户调查记录了

家庭成员月度工作时间、借贷收入支出和财产买卖等信息，这为全面识别各类消费保险机制提

供了有力支撑。

本文将实验组定义为从就业状态变为失业状态的家庭，而对照组则为始终处于就业状态

的家庭。
①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失业前后家庭消费行为进行

全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失业前后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下降25%和5%，表明中国城

镇家庭在面对收入冲击时展现出了较强的自我保险能力。第二，消费下降集中在食品、交通通

信、医疗和耐用品，分别解释了消费变化的37%、35%、12%和10%。此外，大米和服装的购买价格

（而非购买数量）下降，解释了剩余6%的消费变化。第三，失业家庭主要通过失业保险等社会保

障以及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储蓄进行自我保险，而亲友或银行借贷以及配偶劳

动供给等作用较小。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如下三方面：第一，鉴于中国长期较低的失业率，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养

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完备性对消费的制约作用，而对失业保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优化失

业保险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失业家庭的消费行为，为消费刺激政策提供了新的着力点。

第二，国外相关研究所用数据多为信用卡支付记录，只能覆盖少数消费种类，本文则覆盖了

200余项消费支出项目，使得对失业家庭消费行为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入。第三，消费保险相关

文献侧重于分析配偶劳动供给或储蓄等个别消费保险机制（Gerard和Naritomi，2021），本文则将

各类机制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避免以偏概全。

二、  文献述评

失业冲击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是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相关研究分别从家庭

消费的制约因素、失业家庭的消费保险机制以及失业保险的优化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一支文献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文化习惯、性别比例、户籍制度、金融抑制、教育和住房

供 给 等 多 个 角 度 ， 探 讨 了 制 约 消 费 的 因 素 和 潜 在 的 刺 激 政 策 （ 赵 达 和 王 贞 ，2020；Zhao等 ,

2020）。近年来，随着医疗和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提高、户籍制度的改革、性别观念的演变、住房价

格 的 合 理 化 以 及 教 育 供 给 的 改 善 ， 消 费 研 究 的 关 注 点 逐 渐 转 移 到 失 业 家 庭 （He等 ， 2018；

Hastings和Shapiro，2018）。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而鲜见针对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中国失业家庭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余澍等，2023）。

第二支文献对比了家庭在面临失业冲击时所采取的各类消费保险机制。Blundell等（2016）

通过构建结构模型指出，当丈夫（大多为户主）遭受持久性收入冲击时，妻子的劳动供给、家庭

储蓄、税收或转移支付几乎可以解释美国家庭消费保险的全部，三者分别贡献63%、1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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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受限于数据，本文尚无法对农村家庭失业情况进行分析。即便如此，本文对理解中国家庭整体消费变化情况仍具有重要

意义。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家庭消费规模与中国家庭消费规模之比达75%左右。第二，城镇家庭消费增速与农村家庭消费增速

表现出很高的同步性。



20%。而在妻子遭受持久性收入冲击时，家庭主要依靠储蓄来尽可能保持消费稳定，丈夫的劳

动供给不会发生显著变化。Halla等（2020）基于奥地利的数据研究发现，家庭消费保险主要通过

转移支付和所得税实现，女性劳动供给所增加的收入与丈夫失业后的收入损失相比可以忽略。

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育儿服务，导致女性难以增加

劳动供给（Blundell 等，2018）；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失业引发了离婚。Kolsrud等（2018）则认为，北

欧国家较高的失业保险替代率减弱了配偶劳动供给效应的显著性。Andersen等（2023）与本文最

为接近，他们基于丹麦的银行数据对各类保险机制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全面评估，发现失业家

庭能够较为有效地平滑消费。

第 三 支 文 献 探 讨 了 失 业 保 险 的 优 化 设 计 （Schmieder等 ， 2012； Johnston和Mas， 2018；

Chodorow-Reich等，2019）。Kroft和Notowidigdo（2016）发现，替代率每提高10%，美国失业家庭消

费降幅可以收窄2.7%。Ganong和Noel（2019）利用摩根大通银行脱敏后的储户数据发现，无论是

失业当月还是失业保险期满后，食品和医疗等必需品的消费均出现显著下降。这些实证结果与

经典的理性预期模型和流动性假说均不一致（Hendren，2017）。比如失业家庭完全可以在失业

保险期满前提前降低消费，避免期满时消费骤降（Gerard和Naritomi，2021）。正是由于失业家庭

的这些短视行为（myopic behavior），政府在保持预算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替代率、提高补偿

期限能够“助推”失业家庭消费更为平滑，从而显著提高家庭福利（Ganong和Noel，2019）。类似

地，Kolsrud等（2018）基于瑞典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失业5个月以内（第一阶段）替代率较高时，失

业家庭消费支出下降4.4%；而当替代率在失业5个月后（第二阶段）进一步降低时，消费支出下

降9.1%。考虑到家庭难以有效规划失业补偿金的跨期配置以平滑消费，Kolsrud等（2018）认为，

当前各国在设计失业保险时应降低第一阶段的替代率，同时提高第二阶段的替代率。

三、  制度背景与数据说明

（一）制度背景

为了深入理解社会保障对家庭消费的保险功能，本文首先介绍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背

景及其运行的基本情况。鉴于辞退金是失业保险的重要补充，本文还简要介绍了辞退金的领取

条件及对失业员工的补偿标准。

1．失业保险

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失业保险条例》发挥了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预防就业

者的失业风险以及促进失业者再就业三重功能，为2000年前后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

提供了坚实保障。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失业保险条例修订情况的说明》，从1999年至

2017年9月，失业保险基金为9 435万人次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截至2017年，全国参保人数已达到18 552

万人，相较于1999年增长了88.3%。《202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

显示，全年共有  616 万名失业人员领取了相应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根据修订后的《失业保险条

例》，各地失业保险金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接近当地最低工资的90%（刘军强，

2022）。

2．辞退金

发达国家通常通过失业保险对失业家庭进行补偿，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依赖辞退金进行

补偿（Gerard和Naritomi，2021）。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在以下两种情形中用人单位应向劳动

者支付辞退金：第一，企业经营困难，需进行破产重整和裁减人员。第二，劳动者即便经过培训

或者调整岗位，仍无法胜任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若劳动者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用人单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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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支付辞退金。关于辞退金标准，《劳动合同法》规定在本单位工作每满一年，用人单位应支

付1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UHS由国家统计局

负责采集，每年轮换1/3样本（即每个样本存续期为3年），涵盖城镇家庭和个人的收入、消费、就

业状态和各类人口统计特征，被广泛应用于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赵达等，2019）。本文所用样本

时间为2004—2007年（样本1）和2010—2014年（样本2），均以月度频率进行记录。2004—2007年

的样本涵盖了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和福建，而2010—2014年的样本

则包括辽宁、上海、四川和广东。

为深入理解实验组家庭，这里对实验组筛

选过程做详细说明。在UHS记录有失业经历的

样本中，66.6%的个体经历了从就业到失业的转

变，30.2%的个体始终处于失业状态，而3.2%的

个 体 则 是 从 失 业 状 态 转 为 就 业 。 图1进 一 步 显

示，对于那些从就业状态转为失业且失业持续

期仅为1个月的个体，他们在重新就业后的收入

基本上与失业前持平，这很可能是由于个体主

动辞职而引起的摩擦性失业。类似地，当失业持

续期限为2个月或3个月时，家庭收入的下降均

表现出暂时性，其收入在失业的最后一个月均

出现反弹迹象。相比之下，当失业持续期达到或

超过4个月时，收入始终维持在低位，预示着该

类个体所遭受的冲击具有持久性。因此，本文只

保 留 失 业 持 续 期 大 于 等 于4个 月 的 样 本 作 为 实 验 组 ， 约 占 所 有 从 就 业 转 为 失 业 样 本 的81%。

为了考察配偶的劳动供给情况，本文进一步剔除单身者，仅保留户主年龄在20岁
①

至65岁

之间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干扰，本文对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了1%的截尾处理。经过筛选，最

终得到26 196个家庭样本，其中对照组为25 006个，实验组为1 190个。
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到，户主年龄均值在50岁左右，他们普遍具有高中学历，
③

为已婚
④

男性
⑤

。

对照组成年人口数量略低于实验组，但儿童人口数量较为接近。在经济指标方面，对照组家庭

收入、总消费和食品消费均显著高于实验组家庭（失业前），这一差异表明实验组主要由社会

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弱势群体构成。从行业来看，实验组家庭在失业前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

零售业。就职业而言，他们大多数从事办事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工作。无论是对照组还是

实验组，家庭持有的现金总额均高于一个月收入，这表明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较弱。为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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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失业前后家庭收入变化情况：不同失业

持续期

注：此处并未利用回归方法控制家庭各

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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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

 ②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样本期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2%，低于本文样本4.8%。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

本文样本不具有一般代表性。实际上，因为并非所有城镇失业者会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这将导致登记失业率低

估。通过对比2018—2021年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可以发现，调查失业率比登记失业率高出1.5个百分点。

 ③1−3分别为小学及以下，4−6分别为初中、高中和中专，7−9分别为大专及以上。

 ④0为有配偶，1为无配偶。

 ⑤1为男性，2为女性。



估社会保障的消费保险功能，本文计算了与失

业相关的转移性收入（即社会救济收入、辞退金

和保险收入三项之和），发现其与家庭收入之比

为9%左右。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

显示，城镇地区就业人员每月平均工作时长为

186小时，这与本文结果较为接近，从而验证了

样本的一般代表性。最后可以看到，家庭每个月

存入的储蓄款高于提取的储蓄款，这反映了家

庭的财富积累过程。

四、  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Gerard和Naritomi（2021）的方法，

将失业冲击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事件分析法

进行估计。在此框架下，本文将那些始终处于就

业状态的家庭定义为对照组，而将那些经历过

至少4个月连续失业的家庭定义为实验组。模型

如下：

lnY i,t =
∑3

k=−2
βk ×1i,t,k +αi+ ft + θ’×Xi,t +ui,t (1)

lnY i,t i t 1i,t,k t

−k k < 0 t k k > 0 1i,t,k

1i,t,k β−2 β−1

k = 0

β−2 β−1

β1 β2 β3

αi

ft Xi,t

ui,t

其中， 代表家庭 在 月的收入和消费等变量的自然对数。
①

为虚拟变量，当位于 月的家

庭成员距离失业还差 （ ）月或者 月为失业之后的第 （ ）月时 等于1。对照组家庭

始终处于就业状态，因此 始终为0。 和 分别代表失业前两个月和一个月，两组家庭收

入、消费或配偶劳动供给之差（相对于基准期即 ）的变动情况。如果家庭并未预期到失业

冲击或者即使预期到失业但消费行为并未相应调整，那么平行假设成立，即 和 应统计不

显著。类似地， 、 和 分别代表失业后3个月内两组家庭收入、消费或配偶劳动供给之差的

变动情况。本文进一步控制家庭固定效应 ，用以缓解UHS中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赵达和王

贞，2020）。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以灵活控制宏观冲击或者消费的季节性趋势。 包含一系

列人口统计特征，如家庭成年人口数量、户主教育水平、户主年龄及其二次项等，随机误差项

反映了无法被失业和控制变量解释的波动。本文在家庭层面对其误差聚类。

（二）基准结果分析

1.失业前后收入和消费的变化情况

失业前后家庭收入和总消费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2可知，从−2期到−1期，无论是收

入还是消费，其估计值在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且接近于0，说明平行假设成立。作为对比，赵达

和王贞（2020）在考察个人所得税减免时发现，在201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

订正式实施的3个月之前，家庭已对消费支出进行了相应调整。这引发了一个较为有趣的问题，

即为何在当前研究中并未观察到预期效应？本文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本文剔除了失业

期限小于等于三个月的样本，这在较大程度上排除了主动“跳槽”或摩擦性失业等情形。换言

之，失业期限大于等于4个月的失业更可能是源于非预期解雇。第二，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

看，即便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受到短视（myopic）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家庭的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1） （2）

对照组 实验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户主年龄（岁） 50.0 12 49.6 11

户主性别 1.3 0.4 1.3 0.4

户主教育水平 4.5 1.5 4.4 1.4

成年人口（个） 2.5 0.8 2.9 0.8

儿童人口（个） 0.4 0.5 0.4 0.5

家庭总收入（元） 5 033 4 320 3 459 3 225

总消费（元） 3 447 3 318 2 570 2 660

食品消费（元） 1 263 907 1 018 755

手持现金（元） 4 938 5 676 3 776 4 506

转移性收入（元） 420 739 308 622

工作时长（小时） 184 40 185 43

存入储蓄款 1 515 3 736 922 2 758

提取储蓄存款 805 2 623 589 2 105

家庭数量 25 006 1 190

　　数据来源：U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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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对于少数存量数据如手持现金，这里首先将相邻两期数值进行差分，在得到流量值后再进行回归。



消费行为也只会在失业实际发生或失业保险失效的当期作出调整（Gerard和Naritomi，2021）。此

外，虽然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整体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但具体来看，收入下降了约25%，而消费的

下降幅度则在6%左右。这一差异表明，各种消费保险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失业

对家庭消费的直接影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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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失业前后家庭收入和总消费变化情况

 

2.失业影响家庭消费变化的动态分析

与政策制定者更关心消费支出的总体变化不同，部分学者还可能对细分消费项目更加关

注。其原因在于：第一，与工作相关的消费支出（如无休止的出差等）在失业后有所下降，但这

不会对家庭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仅关注总体消费水平的变化，会高估失业的福

利损失。第二，与美国类似，失业家庭的娱乐消费等非必需品并未显著调整，反而是食品和医

疗等传统意义上的刚性支出下降明显（Ganong和  Noel，2019）。因此，有必要对食品细分项目进

行深入分析。第三，支出金额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消费数量的减少，而可能是源于消费品价格的

下降。因此，单纯地考察支出变化也会高估福利损失。

×

×

失业前后家庭细分消费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从图3可知，食品消费下降了约6%。鉴于食品

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为37%，其对总消费降幅的贡献为2.2%（即6% 37%），可以解释总消费降幅

的37%（即2.2%/6%）。
②

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种类的食品消费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显示，饮食服

务（包括食品加工服务和在外饮食两项）降幅尤为显著，达到20%。其原因在于：第一，尽管饮食

服务在统计上被归类为食品消费，但其实际的收入支出弹性较高，更接近于奢侈品类别，因此

对收入的变动更为敏感。第二，在外饮食很可能与工作相关。失业前居家做饭的机会成本较高

（ 即 以 钱 换 时 间 ） ， 而 失 业 后 居 家 做 饭 的 机 会 成 本 较 低 （ 即 以 时 间 换 钱 ） （Kolsrud等 ，2018；

Aguiar和Hurst，2013）。鉴于饮食服务在食品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7%，因此可以解释食品消费降

幅的56.6%（即20% 17%/6%）。

本文还发现，在消费数量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
③

失业家庭购买的大米价格下降了约

3%，这也有助于解释食品消费下降的原因。
④ Aguiar和Hurst（2005）分析认为价格下降可能由两

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第一，失业者有更多的时间搜寻廉价消费品。第二，失业者甘于承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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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家庭失业后的收入之所以有所波动很可能是源于异质性。换言之，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从失业到领取失业金的手续办理时

间有所不同。

 ②作为对比，Gerard和Naritomi（2021）发现，巴西失业家庭消费降幅中的40.6%可由食品解释，与本文结果较为接近。

 ③篇幅所限，此处并未列示消费数量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④家庭所消费的其他食品（如面粉、肉类），其价格虽然在失业后同样有所下降，但是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所以此处并未

列示。



更低的消费品。与食品类似，失业家庭所购买的服装价格下降了约11%。

× ×

根据UHS编制规则，除食品和衣着外，消费项目还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六大类。本文发现，与工作最为相关的

交通通信（剔除耐用品）消费分别下降约7%和25%。考虑到交通通信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分别为

8%和6%，这两项消费导致总消费降低了约2.1%（7% 8%+25% 6%），这一降幅占总消费变化的

35%（2.1%/6%）。

×

本文参考赵达和王贞（2020），将耐用消费品定义为耐用的家庭设备（如电脑）、医疗保健

（如健身器材）以及交通通信（如摩托车）之和，这些耐用品在总消费中占比约为4%。考虑到耐

用消费品下降15%，由此可以计算出其带动总消费下降0.6%（15% 4%），这一降幅解释了总消

费变化的10%。值得注意的是，耐用消费品的降幅远高于总消费，这可能是由于家庭在收入减

少时更倾向于进行跨期替代（Kolsrud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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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失业前后家庭细分消费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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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类似，失业往往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传导机制在于失业降低了医疗保健支

出（见表2）。具体而言，占总消费7%的医疗支出在失业后下降近10%，导致总消费下降0.7%，解

释了总消费下降的12%（0.7%/6%）。

综上所述，食品、医疗、交通通信以及耐用

品消费的下降可以解释总消费变化的94%（37%+

12%+35%+10%）。而大米和服装购买价格（而非

购买数量）的下降则有助于解释剩余6%的消费

变化。作为对比，Gerard和Naritomi（2021）在研究

美国失业家庭时发现，食品可以解释消费降幅

的40.6%，其他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分别可以解释

降幅的39.8%和11.2%。这些研究结果提供了不

同 经 济 体 中 失 业 对 家 庭 消 费 模 式 影 响 的 比 较

视角。

3．家庭应对失业冲击的保险机制分析

家 庭 应 对 失 业 冲 击 的 保 险 手 段 是 多 方 面

的。为了清晰地理解这些变量，这里依据UHS现

金收支调查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见表3）。简言

之，与消费保险相关的一级项目共有六个。在对

这些一级项目下的二级项目进行逐一分析后，

本文剔除了“赡养收入和支出”“购买彩票”等与失业无直接关联的变量。

社会保障在提供消费保险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转移性收入上。转移性收入可进一步细

分为社会救济收入
①

、辞退金
②

和保险收入
③

。图4显示，与失业相关的三项转移性收入均出现显

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符合社会救济收入领取条件的家庭多为困难家庭，而缴纳个人所得税

的个体大多为中高收入群体。因此，与发达国家不同，具有累进特征的个人所得税并非重要的

消费保险。图4还显示，在失业发生后，家庭手持现金显著减少，而提取储蓄存款的行为则有所

增加。从劳动供给来看，当配偶失业时户主劳动供给增加约7.5%，而当户主失业时配偶劳动供

给增加超过12%。这种非对称性可能源于家庭成员之间在工作时间上的不同，户主的工作时间

往 往 高 于 配 偶 ， 因 此 在 配 偶 （ 户 主 ） 失 业 后 ， 户 主 （ 配 偶 ） 工 作 时 间 的 增 长 空 间 较 小 （ 较 大 ）

（Blundell等，2016）。

 

表 2    失业前后家庭细分消费变化：国际对比

文献 期刊 国家 消费 食品 餐饮 交通 娱乐 医疗 耐用品

Kolsrud等（2018） AER 瑞典 −0.13 −0.08 −0.16 −0.34 −0.18 — −0.25

Ganong和Noel（2019） AER 美国 −0.16 −0.16 −0.16 −0.11 −0.13 −0.14 −0.10
Gerard和Naritomi（2021） AER 美国 −0.12 −0.09 −0.30 — −0.21 −0.35 −0.30

　　注：部分文献展现形式为图片，无法准确获得其标准误大小，因而此处仅列示估计值。

　　资料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表 3    简化后的现金收支调查表

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 四级科目

手持现金

家庭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社会救济收

入
最低生活保
障收入

辞退金

保险收入 失业保险金

捐赠收入

出售财物收
入

出售住房外
的其他物品

收入

借贷收入
提取储蓄存

款

借入款

家庭总支出 消费支出

转移性支出 交纳所得税

借贷支出 存入储蓄款

借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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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各类特殊家庭、人员提供的特别津贴。社会救济收入主要构成项目为最低生

活保障收入，即调查户由于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货币收入。

 ②当职工被解除劳动合同时，单位或雇主支付的补偿费包括一次性工龄买断收入。

 ③指参加保险的住户得到的保险收入，包括从保险公司得到的保险理赔款以及其他责任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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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类消费保险机制
 

本文还分析了来自亲友的“捐赠收入”和“借入款”。结果显示，在家庭成员失业前后，这两

项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发现与农村地区严重依赖亲友间转移支付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

比（寇恩惠和侯和宏，2015）。实际上，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借贷行为更为普遍的美国，失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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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也仅增加20−28美元，这一数额不及消费总额的0.5%（Ganong和Noel，2019）。

4. 失业影响家庭消费的静态分析

为了清晰地评估各类保险机制的相对贡献，这里参考赵达和王贞（2020），将被解释变量由

自然对数替换为水平值，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进行分析：

lnY i,t = β×Di×Tt +αi+ ft + θ’×Xi,t +ui,t (2)

Di i Tt

> 0

其中， 为组别虚拟变量，当家庭 为实验组时取值为1，为对照组时取值为0。 为时间虚拟变

量，当家庭失业时取值为1（此时t ），失业前取值为0，其他变量与式（1）一致。

消费保险的静态效应如表4所示。从表4可知，2004—2007年间失业者收入每下降1元，家庭

消费降低0.16（即171.4元/1 053.2元），表明消费保险系数为83%。从理论上讲，家庭在面临失业冲

击时，其消费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示：家庭消费变化=失业者收入（剔除转移收入）变化

−净储蓄变化−手持现金变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变化+非失业者收入变化+转移收入变化。在

此公式中，消费保险可能来源于多个渠道，包括个人所得税、转移收入（如失业保险、最低生活

保障和辞退金）、家庭储蓄、手持现金以及配偶的劳动供给。
 
 

表 4    消费保险：静态效应

总收入
（剔除转移收入）

总消费 个人所得税 转移收入 净储蓄 手持现金 配偶收入

Di ×Tt
−1 053.2***

（115.0）
−171.4***

（39.8）
−21.5
（59.2）

103.8**

（48.7）
−208.1***

（73.5）
−398.9***

（120.7）
173.1**

（83.4）
贡献占比 − − 2.4% 11.5% 23.0% 44.1% 19.1%

实验组家庭观测值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R2Adj− 0.74 0.53 0.28 0.63 0.17 0.62 0.76

　　注：***、** 、*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家庭层面。下同。
 

表4还显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贡献21.5元，以失业保险为代表的转移收入贡献103.8元，净

储蓄贡献  208.1元，手持现金贡献398.9元，配偶收入贡献173.1元，合计905.4元。由此可以计算出

各类消费保险机制的贡献率分别为2.37%、11.46%、22.98%、44.1%和19.1%。从中可以看到，失业

家庭收入变化与消费保险之差（即未经保险的收入降幅）为147.8元（即1 053.2−905.4元），与消

费品变化值171.4元较为接近，这也从侧面说明本文对于消费保险机制的分析较为全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样本截至2014年，但前文结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消费规

律仍具有启发意义。第一，随着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各省份逐步提高了失业保险金标准，使之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之比由

80%以下提高到90%。这一政策调整将有助于提高失业家庭的消费保险水平，减轻失业对家庭

消费的负面影响（余澍等，2023）。第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将有助

于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因此可以预期，2014年以来家庭通过失业保险和储蓄等手段应对失业

冲击、稳定消费的能力更强，当前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小。

（三）失业影响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分析

1.为什么配偶供给增加并不明显？

相较于其他国家，本文发现配偶的劳动供给效应较小（Bredtmann等 , 2018）。基于既有文献，

本文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宏观经济危机可能对夫妻双方产生相同的影响。当一方失业时，

这通常意味着整体劳动力市场正处于衰退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在职一方可能主观上希望

增加工作时间，但实际上可能缺乏增加劳动供给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选取的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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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就业状态的家庭。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照组的工作时间和月收入同样可能遭受

负面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在横截面比较（即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对比）时会被消除，因此该

理论难以解释本文结果。第二，Blundell等（2018）强调了儿童的重要性，当家庭有婴幼儿需要照

料时，配偶的劳动供给会受到显著限制。为了检验该理论，这里基于Halla等（2020）将样本区分

为照料强度较高（0−15岁）和照料强度较低（16岁及以上或无孩）两组分别进行分析（见表5）。

表5显示，对于子女年龄为0−15岁的家庭，配偶的劳动收入仅增长了6%，而对子女年龄在16岁

以上或无孩家庭而言，配偶的劳动收入则显著增加14%，说明子女照料确实有可能对配偶劳动

供给产生不利影响。不过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失业人员理应有充裕的时间代替配偶照料子女，

所以理论上不应影响配偶劳动供给（Blundell等，2018）。Halla等（2020）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指出这可能与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有关，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即

便丈夫失业在家，一些特定的照料任务如哺乳等，仍需由在职的妻子来完成，这无疑会占用妻

子的工作时间。由此来看，进一步改善公共育儿服务，将有利于提高配偶劳动供给，稳定失业

家庭的消费水平。
 
 

表 5    配偶劳动供给：子女年龄

被解释变量：配偶收入的自然对数 0−15岁 16岁及以上或无孩

Di ×Tt
0.06**

（0.03）
0.14**

（0.06）
实验组家庭观测值 417 773

R2Adj− 0.77 0.75
 

2.消费保险在生命周期中的演变

各类消费保险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并非一成不变。Blundell等（2016）指出，

年轻人工作年限较短，其储蓄（或劳动供给）在提供消费保险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较大）。随

着年龄增长，其储蓄不断积累，而身体各项机能却开始下降，这导致储蓄（劳动供给）在消费保

险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减少）。为了更细致地考察这一现象，本文根据户主年龄对样本进行

了分类。表6第（1）、（2）列显示，对于户主40岁及以下（40岁以上）的家庭，配偶收入对消费保险

的贡献为22.1%（17.5%），而净储蓄贡献为16.7%（25.2%），与Blundell等（2016）的理论基本一致。
 
 

表 6    各类消费保险的相对贡献

分组依据

年龄 技能水平 地区

（1）
40岁及以下

（2）
40岁以上

（3）
高技能

（4）
低技能

（5）
东部

（6）
中西部

（7）
东北部

净储蓄（%） 16.7 25.2 − − − − −

配偶收入（%） 22.1 17.5 − − − − −

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 − − 25.7 8.5 19.4 10.1 12.0

其他（%） − − 74.3 91.5 80.6 89.9 88.0

实验组家庭观测值 307 883 216 974 362 330 498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回归结果计算所得。
 

3.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消费保险机制

在探讨消费保险机制时，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是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一般来说，高技能劳

动者往往具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比如失业后能够获得更高的辞退金。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者

失业前的收入水平往往高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相比之下，低技能劳动者往往在非正规部门工

作，失业保险参保率相对较低（赵达等，2019）。借鉴汪前元等（2022），这里使用文化程度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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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具体而言，本文将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划分为高技能劳动者，而将其他学

历的劳动者视为低技能劳动者。与预期相符，表6第（3）、（4）列显示，高技能劳动者在消费保险

中更多地依赖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相对而言，低技能劳动者则更多地依靠自身储蓄进行保险。

4.地区异质性

我国不同省份之间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普遍的观点认为，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这导致更多劳动者的收入达到个人所得

税的起征点。同时，东部地区的财政实力较强，辞退金补偿制度更为规范，法治化水平也较高，

这些因素可能使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在东部地区的消费保险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鉴于此，

本文将样本区分为东部、东北、中西部分别进行分析。
①

与预期相符，表6第（5）−（7）列显示，东

部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在消费保险中的贡献率达到了19.4%，大约是中西部和东北部

地区的两倍。

五、  稳健性检验

（一）失业内生性问题

1i,t,k

1i,t+1,k

在前文分析中，已经排除了失业持续时间

少于3个月的样本，这一策略有助于减少因主动

工作调整而产生的自选择偏差。然而，家庭成员

的失业状况，仍可能内生于当地的经济形势。本

文采用Freyaldenhoven等（2019）的方法对此进行

检验。其核心思路是，当影响失业（即 ）的因

素较为有限（如劳动需求）时，可以将 作为

该因素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Zhao等 , 2020）。图5显示，基准结果未发生显著

改变。

（二）延长失业时间

一些学者可能会对本研究的结论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这些结论可能仅适用于短期失业的

情况。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家庭的现金储备可能会逐渐减少，从而影响其消费保险的能力。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将研究的失业持续期限从3个月延长至6个月，尽管这样做会导致

样本量减少25.6%，但有助于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如图6所示，在家庭收入下降20%至30%的

情况下，消费支出仅下降了6%至8%，表明消费保险的能力并未因失业时间的延长而显著降

低。实际上由表1和表4可知，样本期间失业家庭手持现金为3 776元且每个月消耗近400元，这些

现金储备足以支持家庭消费长达9个月的时间。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失业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家庭如何通过各种机制进行消费保险，一直是全球学术界和

公共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月度频率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尽管失业导

致家庭收入下降约25%，但是家庭消费支出的降幅仅为6%，且主要集中在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领

域，如外出就餐和交通通信等。机制分析表明，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家庭财富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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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稳健性检验：失业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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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以及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失业家庭能够通过储蓄、现金和失业保险等多

种手段有效应对失业带来的冲击。相对而言，借贷和配偶的劳动供给在消费平滑方面的作用

较弱。

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第一，为了增强失业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优化

其激励机制，确保缴费与收益之间的正向关联。对于养老和医疗保险，退休前（生病前）缴费基

数越大，退休后（生病后）的养老金（报销额）就越多。相比之下，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不得高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非对等性，可能会制约中高收入就业者参与失业保险的

积极性。第二，加大针对低技能劳动者的保障力度。失业风险更高的低技能就业者，大多服务

于非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仍难以覆盖，这或应成为未来的改革方向。第三，准确识别失业

家庭的消费变化，有的放矢地提高失业家庭福利。失业家庭由于社交活动和外出工作的减少，

饮食服务和交通通信消费相应降低，但这些消费变化对家庭福利的总体影响有限。从本文的实

证结果看，政策制定者应更加关注医疗和耐用品消费的变化，这些领域的支持对于提高失业家

庭的生活质量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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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ill Unemployment Affect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

Zhao Da1,  Guo Jingyuan2,  Song Ze3

( 1.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5, China;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ingapore University, Singapore City 119077, Singapore;

3.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

Summary: Based  on  the  monthly  frequency  survey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4,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shocks  on  urba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various  consumption  insurance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within  the  six  months  of  encountering  unemployment  shocks,

household income declines by an average of 25%, while consumption only falls by 6%, indicating

that urban households are able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insurance against unemployment shocks.

Second, among over 200 categories of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the most significant decreases are

observed  in  food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dical  care,  and  durable  goods,

accounting  for  94%  of  the  total  reduction  in  consumption.  Third,  social  security  such  a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s well as the wealth accumulated by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moothing consumption. In contrast,

the contributions of  mechanisms such as  borrowing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or banks,  and the

labor supply from spouses, are relatively minor. This paper has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in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to

ensur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ributions  and  benefits.  For  pens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larger  the  contribution  base  before  retirement  (illness),  the  greater  the  pension  (or

reimbursement  amount)  received  after  retirement  (illness).  In  contrast,  the  standard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should  not  exceed  the  local  minimum  wage  standard.  This

asymmetry  in  the  right-obligation  relationship  may  dampen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to

participate i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econd, there is a need to increase the protection for low-
skilled workers.  Individuals with lower skills,  who often work in the informal sector,  face higher

unemployment  risks  and  are  less  likely  to  be  covered  by  social  security,  so  addressing  this  gap

should  be  considered  a  priority  for  future  reforms.  Third,  accurately  identifying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unemployed families is crucial for targeted enhancement of their welfare.

Unemployed  families  tend  to  reduce  their  spending  on  food  service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ue to decreased social activities and work-related outings, but these changes have

a limited impact on family welfare. Therefore, policymake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hanges

in medical and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and support in these area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nemployed families.

Key words: unemployment;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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